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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市移民 :中国、韩国和
马来西亚三国的比较

□张继焦

[摘　要 ] 　从对人口迁移有影响的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移民政策、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

的层面 ,比较和分析了中国、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三个亚洲国家的城市移民之间的差异 :韩国的城市化水

平最高 ,其集聚经济效应也最高 ,人口迁移的驱动力较强。马来西亚的城市化水平中等 ,其集聚经济效应

较高 ,人口迁移的驱动力中等。中国应该提高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减少国内移民政策的限制和缩短城

市移民的适应过程 ,由此 ,加速城市化进程 ,以便解决城市贫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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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Migrants in Asia : A Contrast among
China , South Korea and Malaysia

ZHAN G Ji2jiao
( Chi nese A cadem y of S oci al S ciences , B ei j i ng 100081 , Chi na)

Abstract :From different angles of urbanization , indust rialization , migra2
tion policies , state policies ,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levels which have bear2
ings on pop ulation flow , this paper makes a cont rastive study of t he pop ulation
flow in t hree Asian count ries , namely China , Sout h Korea , and Malaysia. Sout h
Korea is most urbanized , resulting in it s great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 s
and great driving force for pop ulation migration. Malaysia is moderately urban2
ized wit h medium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 s and driving force for pop ulation
movement . Therefore , China needs to improve t he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 s of it s cities , reduce rest rictions on internal migration , and accelerate t he
migrant s’ adaptation to city life , so as to speed up it s urbanization and solve t he
problem of urban poverty.

Key Words :city migrant s ; China ; Sout h Korea ; Malaysia ; urbanization ;
migration policies

一、问题的提出

伴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 ,移民问题越来越引起各

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关注。

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城市化、工

业化过程中 ,都出现了巨大的移民运动。根据联合

国国际移民组织 2004 年发表的《2005 年世界移民

报告 ( World Migration 2005)》:2000 年全世界共有

1176 亿移民 ,到 2005 年全球移民人数增加到了

1192 亿人。在亚洲 ,移民人数也从 1970 年的 2 810

万人 ,增加到了 2000 年的 4 380 万人。根据中国政

府的估算 ,有超过 40 万的中国人在国外充当劳工。

都市的诱惑是世界性的。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

家中 ,大量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落后地区向

富裕地区迁移。都市人类学必须关注这类新兴的经

济社会现象。关于城市移民的研究 ,人们往往从经

济的视角看得较多 ,因为城市移民的收入提高与对

城市经济建设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 ,城市移

民不仅仅是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 ,也是移民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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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为了深入分析城市移民

及其适应状况和过程这个微观层面的问题 ,在本文

中 ,笔者探讨了对人口迁移有影响的国家政策、经济

发展水平、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移民政策等宏观和

中观层面的问题。

本文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三个国家 :东亚的中

国和韩国 ,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 ,将这三个国

家的城市与移民拿来进行比较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

事情。在此 ,笔者将尽力而为。

二、都市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一)都市化与人口迁移

人们希望住在城市。在现代社会 ,城市化仍是

为大量居民提供住房、就业和服务的最有效率的途

径。当 5 个、6 个或 7 个家庭成员在城市有一份有

薪工作时 ,很少遇到想放弃免费或租金较低的住所、

搬到条件较好但更贵的地方去住的贫民窟居民 ,更

别说想回农村老家 ,重拾辛苦的庄稼活的人了。就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而言 ,到 2000 年 ,东南亚

的城市化水平 ,除城市国家新加坡和文莱外 ,还有菲

律宾和马来西亚都超过 50 %了。

人们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分为三个

阶段 ,即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 ,人

口向城镇迅速集聚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

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

期阶段。当然 ,这只是就城市化过程的一般趋势而

言。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可能会出

现一些变异。

在中国 , 1200 年广州 (后来英国人称为“Can2

ton”)就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 ,人口超过 20

万。但过去数十年所发生的一切 ,无论在规模和速

度方面 ,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亚洲 ,随着移民涌出农村 ,去寻找工作和致富

机会 ,预计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数量将升至三百五

十个以上 ,而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千万的“特大城市”

数量 ,也会在当今二十来个的基础上增加。亚洲庞

大的人口意味着全球半数城市 (无论大小) 将在亚

洲。未来二十五年内 ,预计亚洲的城市人口会增长

70 % ,即十亿人。人们甚至在谈论人口逾二千万的

超大型都市 ,这被联合国称为“特大城市”或“超级城

市”。亚洲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城市 ———东京 - 横

滨 ,而下一个可能是囊括香港、深圳和广州的日趋融

为一体的工商业都会。联合国人居署表示 ,人口过

千万的城市实力之大 ,将使它们在许多层面上成为

一个城邦 ,独立于国家和地区之外。

事实上 ,在许多领域 ,巨型的城市比独立国家更

为重要。在 2000 年时 ,30 个世界最大的城市聚集

了 3. 44 亿居民。这个数字等于联合国 80 个最小的

成员国的人口之和。400 个巨型城市的人口数量与

多数独立国家的总人口相当 (与此同时 ,世界人口的

四分之一居住在四个国家 :中国、印度、美国和俄罗

斯) 。

巨型城市世界正在日渐取代由领土国家 ( terri2
torial natio ns) 构成的旧世界。1975 年至 1999 年

间 ,在全世界 400 个 (居民超过 100 万人口的) 巨型

城市中 ,有 103 个人口翻了一番多或增加了两倍 ,但

其中只有 5 个属于发达国家 ,其他的均在发展中国

家 (20 个在非洲、18 个在印度、11 个在中国、8 个在

拉美 ,其余的在亚洲或中东) 。在 200 个独立国家

中 ,有一些国家被唯一的、集中了该国 20 %的城市

人口的巨型城市所支配。我们称之为“独体 ( mo no2
lit hic) ”或“单头 ( monocep halic)”国家。在 1999 年

时 ,有 74 个独体国家的主要城市居民超过 100 万

(如阿富汗喀布尔、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等) ,30 个

独体国家的主要城市居民超过 300 万 (如泰国曼谷、

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等) 。那些拥有若干个大城市、

而没有一个对其他的城市具有支配地位的国家 ,被

称为“多极 ( multipolar) ”或“多头 (polycep halic)”国

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城市的巨头性 ( macrocep h2
alism ,字面意义为 :相对其身体 ,头部比较大) 和多

极性取决于国家自身的规模。在世界上最大的几个

国家 (如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和巴西等) 以城市

的多极性为特征[中国的城市不但是多头的 ,而且形

成了京津塘、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三个都市圈

(牛凤瑞、盛广耀 ,2006) ]。在这些国家中 ,最大的几

个城市在一定的地域内居支配地位。巨头性在中小

国表现得比较明显。只有不多的国家 ,如葡萄牙和

比利时 ,其城市是双头 (dicep halic)的。

对待位于发达国家的巨型城市和位于发展中国

家的巨型城市 ,我们要区别看待。如今 ,在西欧和美

国 ,巨型城市已进入停滞状态 ,继续向外延伸的是远

郊地区。相反 ,在发展中国家 ,巨型城市依然在发展

和膨胀之中。这种变化遍及巴西、尼日利亚、墨西

哥 ,以及印度 (该国拥有 11 亿人 ,是全球人口第二大

国) 。在印度 ,当她于 1947 年独立时 ,德里还是一座

只有 100 万人口的城市。如今 ,它的人口为 1 400

万。班加罗尔的人口已由 20 世纪 60 年代的 100

万 ,升至目前的 600 万 ,甚至更多。孟买的人口已超

过 1 800 万 ,成为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

而它仍在继续发展。这种城市化进程 ,催生了一个

由咨询顾问、建筑师、技术人员、公共交通专家组成

的全新行业。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 世界进入人口跨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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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迁移的新时代。20 世纪 80 年代初 ,旅居国外

的人口大约有 7 700 万 ,到 2000 年 ,国际移民的数量

高达 1125 亿 (其中包括 1 800 万难民) 。据联合国

(UN)预测 ,2007 年某时 ,全球 67 亿人口中的城市

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个历史转折点耐人寻

味。

正改变着我们世界的城市移民现象 ,不只是农

民成为佣工或工人的故事 ,也是民工们用收入资助

子女读书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的子女也许

能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城市办公室工作 ,让他们有

机会跻身新兴中产阶层。

(二)都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任何一个区域 ,无论是小的区域 ,还是一个大的

综合经济区 ,它的全部产业在宏观上都要求组成一

个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联系密切的集聚体 ,才能最

大限度获得集聚经济效应。在微观上 ,区域内的主

要产业 ,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 ,又总是成团地集聚

在区内一些生产发展条件较为优越的点上 ,而不会

普遍分散到全区各地。这是因为 ,把那些在生产上

或分配上有着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有着相同指向的

产业 ,按一定的比例 ,成团地布局在某个拥有特定优

势的区域 ,有利于形成一个地区生产系统。在系统

中 ,每个企业都因与其他关联企业接近而改善了自

身发展的外部环境 ,并从中受益。因集聚而造成的

有利环境 ,被称作“集聚经济效应”。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一个城

市过度集中 ,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历史、自然地理条

件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是大规模人口迁徙城市改变地球面貌的最

明显例子 ,因为中国有 13 亿多人 ,是人口最多的国

家。在中国南方 ,深圳原是一个渔村 ,在中国的现代

化过程中 ,它在 30 年间变成了一个有 800 万移民的

工业城市。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也集中了城市人口的大

部分 ,并且聚集了马来西亚 30 %以上的经济总量。

表 1 显示了对韩国不同行业的集聚经济效应的

估计结果 ( Henderson , J . V . , T. Lee & J - Y Lee ,

1999) ,其中 ,集聚效应用弹性系数来表示。假若某

个行业的集聚弹性系数为 0106 ,那么就意味着本地

同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 1 % ,就会给企业的产出带

来 0106 的增长。这样 ,对一个城市中的某个企业来

讲 ,假设与该企业同行业并同在本城的其他企业拥

有一千名工人 ,该企业如果搬迁到同行业拥有一万

五千名工人的另一个城市中去。那么 ,在不改变该

企业自身投入的情况下 ,企业借助于集聚经济的外

部性作用 ,可以增加 20 %～25 %的产出。

表 1 　韩国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估计

行业类型 集聚经济效应 (弹性系数)

传统行业 (食品、纺织、服装、木材、造纸和家
具) 0. 021

重型行业 (金属、化工和塑料制品的生产和
制造) 0. 082

运输业 0. 096

机器和电子设备 0. 053

高科技行业 (计算机、通信、电视、无线电和
科技仪器) 0. 056

资料来源 : Henderson , Lee & Lee ,1999。

从表 1 可以看出 ,不同的行业集聚效应也不相

同 ,其中运输业的集聚效应最高 ,重型加工制造业次

之 ,而传统行业最低。

研究者还发现 ,在韩国 ,行业按集聚效应的大小

确定的位次完全与行业在城市间的空间集中程度的

位次相符。从而 ,重工业和运输业往往集中在一些

高度专业化的城市中 ,以便充分利用当地的集聚效

应 ;具有较低集聚效应的传统行业却分布得较为分

散。不过 ,这种集聚效应对特大城市 ,如首尔来说 ,

却不起作用。

亨德森 ( Henderson) 发现 ,存在着与上述静态

集聚效应相对应的动态集聚效应。由于存在着动态

集聚效应 ,一个城市过去的产业环境将通过本地的

知识积累影响到今天的生产率。因此 ,对于那些没

有历史的行业来讲 ,企业的聚集是不利的 ,因为新的

企业没有过去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所效仿。这一点很

有启发意义 ( Henderso n ,J . V . , T. Lee &J - Y Lee ,

1999) 。

目前 ,以广州、深圳为首的华南地区均感到企业

增长的后劲不足 ,而上海却以咄咄逼人的增长姿态

令华南地区乃至香港感受到竞争的压力 ,许多大型

跨国公司都将其总部从北京、广州乃至香港搬迁到

上海。一些人将上海的吸引力和成功归结于这个城

市特殊的工商业“基因”,实际上 ,这种“基因”就是上

海曾经作为亚洲最大的金融、商贸和制造中心的“知

识积累”或“历史记忆”。

(三)人口迁移都市 :是需求驱动 ,还是供应驱动

在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城市中都存在着

大量的国内和国际移民。对于这类现象 ,人们除了

探讨其推力和拉力之外 ,还在分析它是由于需求驱

动的 ,还是由于供应驱动的。

萨斯吉雅 ·萨森 ( Saskia Sassen) 称这类移民之

为“需求驱动移民”( Sassen , S. , 1991 : 91 , 113) 。

然而 ,一些批评者指出 ,移民潮一旦上路 ,就使得原

先的需求达到饱和 ,这些移民开始通过移民网络自

我繁衍 (Light , I , 2000 :162～181. Light , I. , Kim ,

R. and Hum , C. , 2002 : 151～167) 。即移民的第

一阶段是需求驱动 ,第二阶段是供应驱动。正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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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杜朗和马洛恩 (Massey , Durand and Malone) 所

说的“累积原因”(Massey , D. ,Durand , J . and Ma2
lone , N. J . , 2002 :20) ,即移民活动一旦发生 ,就会

自己产生独立于初始启动条件之外的动力 ,此后 ,它

无需原来的启动条件也会继续下去。

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城市收入分配的变

化 ,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出现了高收入阶层 ,另一

方面是由于有大量的外来移民作为低工资的劳动力

后备军 ,因为当地居民看不起这些低收入的职业。

劳动力市场因此形成一种两重结构 :资本密集

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本国或本地劳动力相结合 ,劳

动密集型产业与外来农民工或海外廉价劳动力相结

合 ,本土中小企业部分地与移民劳动力相结合。

有些学者指出 ,涌向城市的移民潮来势之猛 ,超

过了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 ( Williamson , J .

G. , 1990 :102～104) 。经济学家评论这种移民活动

来源于对城市就业机会的非理性乐观态度 ( Toda2
ro , M. P. , 1969 :138～148) ,另一些学者则称之为

“过度城市化”。表面上 ,城市化是由移民驱动的 ,似

乎这些为数众多的城市居民根本无任何谋生之道。

哈特 ( Hart)突破这些认识误区 ,指出 :城市中存在着

非正式经济 ,如小商小贩、修理铺、各式各样的服务

业、没有许可的出租车 ,如此等等 ,各行其道使得移

民可以据此养家糊口 ( Hart , K. , 1973) 。所有这些

既不在政府的视野和管理之内 ,也不在任何统计机

构的统计之列。实际上 ,非正式经济部门为移民驱

动的城市化 ,为大量移民提供了维持生计的门路。

少数民族经济体和城市非正式部门应市场需求而不

断扩大 ,不仅能够吸收在业已饱和的主流劳动力市

场上找不到工作的多余劳动力 ( Pecoud , A . , 2002 :

494～508) ,而且缓解了移民入境国家和迁入城市经

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的困境。

在本文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

地区大城市与边远农村地区之间、新加坡与马来西

亚之间、马来西亚的城市与印度尼西亚农村之间、韩

国城市与中国农村之间 ,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存在的

互补性和劳动力成本方面呈现的两级结构 ,使东亚

和东南亚地区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需求和动力。

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城市经济的迅猛增

长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双重紧张 :工人工资的增加

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举步维

艰 ;工人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多使结构性劳动力短缺

迫在眉睫。对此 ,这些城市都采取了“移资”与“移

民”相结合的应对措施 :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到发

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 ;允许部分农民工或外国移

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在城市中就业 ,填补低级劳动岗

位出现的空缺。

(四)人口迁移都市的流向和规模

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

程中 ,都出现了巨大的移民运动。

据联合国 ( UN) 的报告 ,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

虽然还有不少移民前往传统的移民接受国 ,如美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但是前往中东地区的减少了 ,

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相邻近国家之间的迁移却增多

了。比如 ,大量印度尼西亚外劳进入马来西亚和韩

国的城市中。在中国 ,也有一些移民从朝鲜和越南

等邻国非法进入。

在马来西亚和韩国 ,人们更关注的是外来的国

际移民问题。而在中国 ,国内的人口流动现象更为

引人注目。中国国内的人口迁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

一次规模最宏大的社会流动 ,也是世界各国中人口

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行动。

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现住地与户口

登记地不一致的有 14 439 万人。其中跨省的有 4

242 万人 ,省内的有 10 197 万人。在省内不一致的

人口中 ,有 2 332 万人是市区内人户分离的。由此

计算出 ,全国流动人口为 12 107 万。2002 年 9 月 9

日 ,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上人流如织。据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 ,上海市目前常住人口已达 1 640 万 ,外来

流动人口达 380 余万 ,是人口规模意义上的世界第

五大城市。

一方面 ,在整体人口迁移的数量方面 ,中国的城

市远高于马来西亚和韩国两国的城市 ,但是 ,就城市

人口占国家人口总数而言 ,韩国最高 ,达 90 % ;马来

西亚次之 ,占 60 % ;中国较低 ,占 40 %。另一方面 ,

就单个城市而言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和韩国首都

首尔最近几十年由于经济繁荣发展与人口膨胀 ,都

成为所在国的单头巨型城市 ,并已经采取了迁移政

治首府的措施 ,而中国的北京虽然人口已经聚增至

1 500 万 ,成为世界级的巨型城市 ,到目前为止 ,中国

政府还不打算迁都 ,但一直在采取各种行政管理手

段严格控制北京市的人口数量。

总之 ,在人口迁移流向方面 ,中国以国内移民为

主 ,韩国国内和国际移民较多 ,马来西亚国内和国际

移民都有一定的规模 ,但对国际移民开始限制。在

人口迁移的规模方面 ,在三个国家中 ,中国无疑是最

宏大的。在人口迁移并实现城市化方面 ,在三个国

家中 ,目前中国的发展速度最快 ,但是 ,韩国的人口

城市化程度最高 ,马来西亚次之 ,中国较低。

三、政策对都市移民的影响
(一)移民政策对人口迁移都市的影响

1. 国内移民政策。在对国内迁移人口方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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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马来西亚和韩国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管理政

策。

在马来西亚和韩国 ,对国内的人口流动和迁移

都没有任何明文政策、规定和限制 ,但有不同形式的

登记制度。

中国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

农民流动的最大社会管理成本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

障碍。户籍制的核心一是属地管理 ,二是身份管理。

1958 年 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

布 ,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

管制 ,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当时的

经济条件下 ,户籍制度为政府给“非农业户口”分配

生活必需品提供了帮助 ,但是 ,严格限制了“农业户

口”向城镇和大城市的人口迁移。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 ,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 ,但对身份

管理没有改变。1997～1998 年 ,部分从农村到小城

镇工作、购建房或有直系亲属在城镇居住的人 ,可以

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户籍制度逐渐走向松动。2001

年 ,对申请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 ,不再实行计划指

标管理。2004 年以后 ,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经

济较发达地区先后开始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居民统

一户口成为大势所趋。

2. 国外移民政策。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

对国外移民都有比较严格的政策和法规。这三个国

家的国外移民政策有共同的地方 :就是对移民的限

制。

3. 三国移民制度比较。比较来看 ,马来西亚和

韩国两国对国外移民的管理制度 ,与目前中国部分

城市依然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有着诸多类似之处。

即移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 ,但他们不能在城市生

根 ,由于移民政策衍生的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 ,如

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了马来西亚和

韩国两国的外国劳工与中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

制度性障碍。这种制度障碍传递到马来西亚和韩国

外国劳工与中国农民工的身上 ,主要表现在角色转

换与身份依旧的状况上。角色是指社会规定的用以

表现社会地位的模式化行为。角色是身份的具体体

现 ,是社会地位的外显形式。通常的情况下 ,角色转

换与身份的转换具有一致性。当一个人获得了某种

职业 ,他就具体地扮演这个社会角色 ,随之也获得了

相应的社会身份。但这一过程在马来西亚和韩国两

国的外国劳工与中国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变化 ,出现

了角色与身份相分离的情况。从角色看 ,这些移民

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换 ,农民工劳动方式

由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 ,劳动地点由农村到城市 ,由

野外到工厂 ,劳动性质由纯体力到体力与脑力结合。

从角色上讲他们扮演的是工人。但问题在于转换角

色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够做到 ,转变身份则需要制度

与社会的认同。他们在城市中打工无论多长久 ,对

所在城市的归属心理始终无法产生。

(二)国家政策对城市移民处境的影响

在国家政策与不同民族城市移民的处境方面 ,

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中 ,韩国因为是单一民族

国家 ,也没有城市移民限制政策 ,因此 ,其城市中国

内移民处境的差异性不显著。而马来西亚和中国的

特殊情况值得分析一下。

1. 马来西亚国家政策与城市移民的处境。马来

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 ,自 20 世纪 70 年

代以来 ,马来西亚实施了一项为期 20 年的、马来民

族和原住民优先的“新经济政策”( The Malaysian

New Economic Policy ,简称“N EP”) ( Means , Gor2
don P. , 1991 : 8 , 14 , 15 , 23～27 ; Put ra , Tunku

Abdul Rahman , 1986 : 98) ,旨在实现“消除贫困、重

组社会”的目标。1990 年又开始执行“国家发展政

策”(“新经济政策”的延续) 极力地培养和扶持马来

民族企业家 ,大大增加了马来民族人口在城市中的

就业人口 ,进一步壮大了马来民族在国家政治和城

市经济中的实力 (M. Fazilah Abdul Samad , 2002) 。

华人人口在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时 ,比例约为

40 % ,到 2001 年已降至 25. 7 % ,华人城市人口和经

济实力虽有增长 ,但与马来民族相比 ,增幅较小。目

前 ,华人在马来西亚半岛上的蓬勃经济扩张已经大

不如前了。马来西亚不但出现了大量与旧的中产阶

层并存的新的中产阶层 ,而且出现了新的马来中产

阶层或称“第二代中产阶层”。① 这引起了其他民族

(如华人和印度人) 和马来民族下层人民的不满

(Shukor Omar , 2003) 。

21 中国国家政策与城市移民的处境。这里 ,我

们想谈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是城市农民工问题 ,二是

城市少数民族移民问题。

(1)关于城市农民工 ,虽然户籍管理制度逐渐松

①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的恩彭 ( Abdul R. Embong) 教授 ,作为

社会学家是马来西亚研究中产阶层的主要学者。他是从参加台湾社

会学家萧新煌 20 世纪 90 年代主持的大型研究项目开始这方面的探

讨的 ,后来他自己主持了相关的研究工作。2005 年恩彭教授在自己

的办公室接受了笔者的访问 ,并赠送了有关的研究成果。见 : Abdul

R. Embong , 2001 , The Port rayal of t he Malaysian Middle Classes ,

in Exploration of t he Middle Classes in Sout heast Asia , edited by

Hsin - huang Michael Hsiao , Taiwan : Academia Sinica , Dec. ;

2002 , State - led Modernization and t he New Middle Class in Malay2
sia , U K: PAL GRAV E. 对新的马来中产阶层 ,恩彭教授后来明确地

称其为“第二代中产阶层”,见 : Abdul R. Embong , 2005 , Between

Optimism , Contestation and Caution : Understanding t he Sociocultu2
ral Dynamices of t he second Generation Middle Class in Malaysia ,

IKMAS Working Peper Series No . 16 , J 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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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且有取消的趋势 ,但是目前城市农民工依然存在

着角色转换与身份依旧的问题。从角色转变看 ,农

民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换 ,劳动方式由务

农转变为务工经商 ,劳动地点由农村到城市 ,由农村

到工厂 ,劳动性质由纯体力到体力与脑力结合。问

题在于转换角色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够做到 ,转变身

份则需要制度与社会的认同。尽管来到城市的农民

工已经基本像市民一样生活、工作 ,但就身份而言 ,

他们仍然未被户籍制度认可 ,仍然未被城市居民所

认同。农民工总是一群被贴上了农民身份标签的群

体。同时 ,农民工外出打工无论多长久 ,土地仍然可

以保留。土地保障既为农民工化解了他们外出时特

别是失业时的风险 ,但也使他们无法割断与土地的

“脐带”,土地牵制效应使农民工对城市没有产生根

本性依赖的条件 ,对城市的归属心理始终无法产生。

因此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订和实施相关政策 ,

以使农民工在城市中能够做到角色转变与身份转变

相一致。

(2)城市少数民族移民问题。据 2000 年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 ,目前中国城市里的流动和常

住少数民族人口约有 900 万左右 ,已形成了成百上

千大大小小的居住群落。在中国各个城市里 ,已呈

现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其一 ,少数民族

迁移就业和创业对城市的贡献不小 ,不可忽视。其

二 ,少数民族移民与城市居民在宗教信仰、族际通

婚、民族认同、语言使用、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存在

着差异 ,因此 ,少数民族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或多或

少会存在一些矛盾与冲突。这是城市民族工作中遇

到的新问题 ,或新的工作任务。其三 ,少数民族移民

大多原来的经济状况较差、文化程度也较低 ,在城市

就业和创业中处于弱势群体 ,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应

出台有关的优惠政策 ,值得考虑。因此 ,如何从国家

政策角度处理好城市少数民族移民问题是一个紧迫

的新课题。

中国政府向来十分重视民族问题。1984 年中

国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1993 年国务院出台了

《城市民族工作管理条例》。2004 年 ,中国又出台了

《民族区域自治法》修订本。但是 ,到目前为止 ,上述

法律和法规还不能完全针对或解决由于城市少数民

族移民而出现的各种问题 ,如城市民族关系、城市少

数民族优惠政策等。据了解 ,有关政府部门正在着

手制订新的政策。①

四、结果与讨论

综合上述的描述和分析 ,在这里 ,笔者以量表打

分的方式 ,对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的城市与移

民进行一个简要的比较。在这里 ,所设立的各项指

标是笔者初步设计出来 ,每一项指标不一定是非常

合适或准确的 ,姑且把它们作为一种衡量的尺度而

已 ,这样可以让人们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 ,而并非

是为了使笔者的分析达到百分之百准确的程度。

表 2 　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的城市与移民比较表

序号 中国 马来西亚 韩国

1 城市化水平 2 3 4. 5

2 城市移民规模 4. 5 3 2

3 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 3 4 4. 5

4 国内移民政策限制程度 3 0. 1 0. 1

5 国外移民政策限制程度 5 3. 5 4

6 人口迁移的驱动力 4 3 4. 5

7 城市移民的适应程度 3 3. 5 4

8 城市贫民问题 2 3. 5 1

合计 26. 5 23. 6 24. 6

　　说明 :在每栏中 ,5 分为最高分 ,1 分为最低分。共有 8 个指标 ,

总分为 40 分。

由表 2 可知 ,韩国的城市化水平最高 ,其集聚经

济效应也最高 ,人口迁移的驱动力较强 ,但其国内移

民政策限制程度极低 ,有利于推动人口迁移和城市

经济的发展。马来西亚的城市化水平中等 ,其集聚

经济效应较高 ,人口迁移的驱动力也中等 ,其国内移

民政策限制程度极低 ,在一定条件下推行国外移民

政策 ,有利于国内人口自由迁移并有限度地引进外

国劳工 ,推动经济的发展。马来西亚还需要提高城

市的集聚经济效应 ,并解决城市贫民问题。中国处

于高速发展阶段 ,在人口迁移的驱动力较高和城市

移民规模巨大的情况下 ,应该提高城市的集聚经济

效应、减少国内移民政策的限制和缩短城市移民的

适应过程 ,由此 ,加速城市化进程 ,以便解决城市贫

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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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提梁铜卣 ,后报告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 ,之后广西考古专家蒋廷瑜教授前后三次前往全苏勉岭实地考察 ,随后在该地还

出土有一个铜戈。类似这样的铜卣 ,1976 年 8 月在广西的兴安县也出土了一件。这两件铜卣的提梁是陶索形的 ,颈部有夔龙

纹 ,腹部有兽面纹装饰 ,底部有金文“天之父”三个字 ,都是商代晚期文物。大明山下的兽面纹提梁铜卣 1991 年 1 月经全区馆

(所)专家审定为一级藏品 ;1995 年 11 月 ,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藏品专家确认组审定 ,确认为一级藏品。

对于大明山出土铜卣的来历 ,蒋廷瑜、潘郁生、李伟东等于 2007 年 4 月 13 日在《广西日报》上撰文认为 : 商代铜卣之所以

埋到武鸣来 ,无非有三种可能 : 一是南方民族首领在同商或商的属国打仗时虏获了这件铜卣 ,作为战利品带回。二是南方民

族首领向商王进贡 ,商王将铜卣回赐给使者带回。三是商末初周中原战乱 ,失败的奴隶主南逃 ,把铜卣带到广西来。

对这种说法 ,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大明山下元龙坡的铜卣是西瓯骆越 (瘗埋)礼拜山岳 (大明山)留下的东西。主要的

理由是 ,考虑到出土铜卣所在地方的环境 :都是处在高山周围 ,兴安的猫儿山是以越城岭主峰猫儿山为中心的高山 (因山形如

猫而得名猫儿山 ,地跨兴安、资源、龙胜 3 县 ,相对高度 1862 米 ,最高峰海拔 2142 米 , 为华南最高峰) 。广西的大明山位处广西

中部偏西南宁东北部、红水河和右江之间 ,北回归线穿过大明山腹部。起于马山 ,横跨武鸣、上林 ,终于宾阳县 ,绵延三百多里 ,

宽五十多里。其山体走向从西北走向东南 ,地势为西北及顶峰线一带高而东南低 ,是桂中南最高峰。在广西两处最高峰的地

方出土有相类似的兽面纹提梁铜卣 ,足以说明是生息于此地的西瓯骆越对山岳崇拜礼仪后留下的东西。因为铜卣本身是一种

盛酒器 ,是商代人用来祭奠祖先和神灵的酒器。

圣山崇拜在世界范围内曾经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 ,也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圣山崇拜观念的产

生 ,与古人对天地形状的认识有关。早在先秦时期 ,古人就产生了天圆地方的观念 ,认为天在上 ,地在下 ,地是平的。连接天地

的是位于地中的天柱。圣山崇拜就是这一认识的自然产物。由此而形成了对山岳崇拜的礼仪。古代的祭祀方式 ,在典籍《尔

雅 ·释天》中有这样的记述 :“祭天曰燔柴 ,祭地曰瘗埋 ,祭山曰 | 悬 ,祭川曰浮沉。”远古时候生活在岭南的西瓯骆越把大明山

视为神山 ,因为大明山的壮语名字叫“Byacwx”,“Bya”为山的意思 ,“cwx”为祖或者天柱的意思 ,直译就是壮族祖宗神山、灵山、

天柱山的意思。即为山的祖宗和“万山之宗”。在《山海经 ·大荒南经》关于大明山古为“　天之山”和《淮南子 ·地形训》把赤

水 (红水河)视为帝之神泉的记载 ,透露了大明山在壮族先民西瓯骆越心目中可能是一座神山天梯的信息 :漫入云天的大明山

位处被古人视为帝之神泉的赤水 (红水河)傍边 ,这为人们认定大明山是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所崇拜的圣山提供了重要依据。在

古代 ,西瓯骆越无非也都是使用这样的方式祭神灵 ,没有例外。现代的考古出土器物印证了这一点 ,在大明山最高峰龙头峰的

山脚下 ———武鸣马头苏罗村全苏勉岭遗址就是古代西瓯骆越祭山的地方。当时的古人在苏罗村全苏勉岭遗址这个文物坑将

瘗埋与燔燎两种方式合一 ,用上述珍贵物品 (兽面纹提梁铜卣) 盛酒进行祭山 (天) 。(作者简介 :黄世杰 ,广西民族大学中国 -

东盟研究中心学术秘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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